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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inion

记者眼

黄大昉：我为什么支持转基因
姻本报记者郝俊

2013年各
省高考分数公
布在即，另一
份由中国校友
会网于 6月 16
日公布的报告
则吸引了更多
人的眼球。该
报 告 称 ：在
1977~1999 年
高考状元 900
多人中，能调
查到职业状况
的只有 370多人，其余高考状元大学毕业后“销声匿迹”，
在职场难寻他们的踪影。

假设一个人 18岁时参加 1999年高考，那么在报告
中涉及的年龄最低者也应有 32 岁。子曰三十而立，由
是观之，这份报告所涉及的状元“仲永之伤”问题确实
值得关注。

那么，为什么大多数高考状元无法成为职场状元？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的一段话点出了
要害：“例如中学抓得比较紧，就读学校的教育质量
高，但越是高分考生，长久发展的潜力越有可能受到
伤害。”

除此之外，个人心态没有及时调整或许也是状元
“销声匿迹”的原因：毕竟应试教育的分数无法直接转化
为职场所需要的情商和工作能力，过去的一些荣耀，反
而可能成为某种前进的累赘。 （吴益超）

既有始，焉无终？

就争议的激烈程度和影响范围而言，恐
怕很难找到第二个高技术领域，能够像转基
因一样如此敏感、复杂却又难以回避。

6月 13日，中国农业部批准发放三个转
基因大豆进口安全证书的消息刚一发出，一
直暗流涌动的转基因争议再掀波澜。环境影
响和食用安全历来是“挺转派”和“反转派”的
分歧焦点，然而在最近的这次“转基因风波”
中，双方却似乎达成了一个相同的看法：转基
因大豆的进口在冲击中国农业市场。

因在国内力主转基因作物产业化，中国农
业科学院研究员黄大昉一直被外界视为“挺转
派”的代表性人物。面对争议声中举步维艰的事
业，他深感忧虑：“转基因属于高技术领域，买不
来也换不来，只能靠我们自己发展。与国外技术
研究和产业化的差距一再拉大，国际竞争中我
们怕是会失掉自己的阵地。”

从事转基因研究和推广工作近 30年，黄
大昉见证了这项技术从学术界走向社会大众
过程中所经历的风风雨雨，也切身体会到僵
持不下的争议给自己事业带来的巨大冲击。

亲历转基因乱象

“走到今天，转基因的问题渗透进很多非
科学的因素，成为一种乱象。这仅仅影响到我
个人倒也无所谓，但如果影响到科学的发展，
那就不好了。”波澜再起，黄大昉在接受《中国
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国内外“转基因争议”
从来就不是简单的学术之争，而是有十分复
杂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背景。
上世纪 80年代，分子生物学飞速发展，

以访问学者身份前往美国康奈尔大学从事微
生物分子遗传研究的黄大昉首次接触到转基
因技术。在孟山都公司介绍转基因抗虫棉的
一场学术报告上，他领略到转基因的“巨大威
力”，并考虑将自己的专业领域从微生物拓展
到农作物。
“从棉花本身的种质资源出发，是找不到

抗虫办法的。将外部的抗虫基因转入棉花，就
能彻底打破这一屏障，见效很快。”从事植物
病理学研究 20多年的黄大昉感到豁然开朗，
决心回国后一定要将这项先进的基因工程技
术加以应用。

彼时，转基因被视为新技术革命的一个
部分，其发展并不为社会公众广泛了解，学界
内外也未对其安全性提出过多质疑。在此背
景下，我国农作物转基因研究开始提速，一系
列研究项目先后被列入“863”计划。
直到上世纪 90年代初，在世界第一大烟草

厂商菲利普·莫里斯公司一次来华访问时，转基
因作物安全性问题才引起了中国科学家的重
视。在参观位于河南省的一片抗病毒转基因烟
草试验田时，来访的美方人员提出，转基因烟草
的种植因健康威胁在美国引起社会争议，已被
严格限制，希望中方也能尽快停止种植试验。
“事实上，他们的建议更多是出于商业利

益的考虑，但也确实让我们认识到，转基因对
环境和安全是有风险的。”当时，黄大昉作为
“863”计划生物技术领域专家委员会委员，曾
一同前往试验田考察。从那时起，他意识到需
要“两手抓”———一方面积极推动技术发展，
另一方面需要保障环境和健康安全。

1996年，农业部颁布《农业生物基因工程
安全管理实施办法》，这成为我国第一个转基
因安全管理条例。黄大昉参与了这份条例的
调研和制定，并开始涉足转基因安全性评价
和管理工作。

也正是 1996年，全球转基因农业的发展
迎来分水岭———在欧洲，以绿色和平为代表的
非政府环保组织成为反对转基因作物的急先
锋。疯牛病等食品安全事件的爆发，加深了人
们对转基因作物的担忧和抵制。“事实上，欧洲
之所以反对转基因，原因也很复杂。除了安全
问题，还有国际贸易问题，一些宗教和政治集
团也需要一个博弈的工具和借口。”黄大昉说。
“上世纪 70年代转基因技术成熟，80年

代作物问世，90年代产业化加速。1996年，全
世界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达到 170万公顷，
被视为大规模产业化的重要标志。”黄大昉认
为，随着转基因技术的效益越加明显，欧美地
区一些环保组织的反对声浪随之开始高涨，
其影响力逐渐蔓延至全球。

1998年，我国独立自主研发的转基因抗
虫棉正式得到国家发明专利授权，曾参与成
果鉴定的黄大昉为之振奋。然而很快，国内就
有人提出质疑，称中国的转基因棉花已经对
生态环境产生了严重破坏。
“他们的依据是那些国外传闻，比如害虫

能够产生抗性、植物间发生基因漂移、影响生
物多样性等。”黄大昉说，这些没有根据的炒

作让科研人员很气愤，但还是遵循国家的安
全管理条例作了大量研究，证实没有问题后，
抗虫棉最终在争议声中得以推广。

黄大昉告诉记者，早在那时，一些研究抗
虫棉的科学家就已开始背负骂名，称他们是
“汉奸”、“美国贼”等。但黄大昉没有想到的
是，这样的骂名和矛头最终也会指向自己。

2009年，我国批准了自主研发的两个转
基因水稻和一个转基因玉米的安全生产证
书，随即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对浪潮。
“光是水稻，我们就搞了 11年安全性评

价。可是再谨慎，反对的力量也在不断壮大，
最终还是爆发出来。”作为国家转基因生物安
全委员会委员，力挺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黄
大昉被“反转派”称作“首席转基因推手”、“美
国转基因间谍”……各种指责扑面而来。
“表面上看，好像科技界有两种声音。事实

上，这已经不仅仅是科技界的事情了。”黄大昉
看到，质疑已经超越了学术边界，被染上了一层
“阴谋论”色彩。而对于普通百姓而言，则是“宁
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更不知该相信谁。

“我觉得事实被歪曲了”

反对的力量，最终冲击到转基因作物研
究领域科技人员的信心，很多人开始感到无
奈而忧虑。
“原本是抱着国家农业科技进步的愿

望，为增强国家实力做科研，结果受到各种
各样的质疑甚至辱骂，心里肯定不高兴。”黄
大昉直言，业内人士倍感压力，看到一个接
着一个研究成果出炉，同时又在一边慨叹：
“原来那些好成果都不能产业化，新的成果
又有何用？”
尽管争议不断，然而单就科技界内部的

转基因研究而言，国家并未停止支持，这多少
让科技人员感到幸运。2008年，作为国家中长

期重大科技项目之一的“转基因生物品种培
育科技重大专项”正式启动，计划共投入两百
多亿元人民币。

很多人的看法是，科学家进行研究并无
大碍，但只要提出产业化，立马就会予以反
对。
“假如转基因作物真有说不清楚的问题，

那我们就发展慢一点，先把问题搞清楚。但现
在真实的情况是，转基因作物问世 30多年，
大规模产业化 17年，全世界有 1.7亿公顷的
转基因作物种植，每年也有上亿人都在吃，产
品贸易量达到几亿吨，目前确实没有出现大
家公认的问题。”黄大昉拿出一连串数据，说
这些事实往往被忽视，反倒是一些传说和谣
言被四处传播。

黄大昉所担心的是，伴随非理性争议而
来的犹豫不决会让我国农业科技的发展和推
广停滞不前。“确实不仅仅是在考虑自己的科
研事业，更重要的是它对国家的影响，我觉得
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面对现状，很多科技人员选择埋头做科
研，并不愿意多说话。他们觉得如此复杂的问
题，是科研人员所无法解决的，“上面怎么说，
怎么办就是了”。

黄大昉则选择了积极发声，在各种场合
介绍转基因技术，试图澄清谬误，努力推动社
会支持。在几次科普讲座现场，他也遭遇“反
转派”人士闹场，受到当面指责。有人劝他说，
人家那么骂你，又何必如此积极地站出来。
“我这个人可能就是爱较真，认死理。我

觉得事实被歪曲了，特别是那些谣言，越不出
来指明，越觉得自己心里很难安定。”对于扣
在黄大昉头上的那些“大帽子”，他说自己其
实并不感到难受，只是感觉可笑，“如果我的
观点确实站不住脚，或者确实抓住我有不好
的事情，那骂也就骂了”。
“你说我是卖国贼，我觉得我是爱国者，

我相信我做的事情是正义的。”黄大昉说他
反倒是“越骂越勇”，对方不占理，就要让大
家看看真理在谁手里，“但没必要去跟他们
对骂”。
采访中，黄大昉并不避讳那些尖锐的问

题，始终直率而平静。他觉得不论作为科学家
还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最重要的就是实事求
是，维护真理是基本的科学精神。
“对于转基因，至今确实没有发现无法控

制的问题，只是有风险，需要作出很好的安全
性评估和管理。怎么能把我们的认知、领导的
决策建立在虚假的基础上呢？”在黄大昉看
来，这对于任何一个科学家而言，都是不应该
允许发生的事情。

“对于未来，我是乐观的”

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黄大昉曾在农
业部的组织安排下，参与有关转基因作物问
题的政协委员对话，一些政协委员同样提出
了诸多质疑。
“我们一一解释，试图消除他们心中的疑

虑。”黄大昉通常会得到这样的反馈：“你们为
什么不早说？早说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了。”

相对于那些“闹场”的意外，黄大昉经历了
更多这样的场面，他也很享受这个过程。“由于
我们的工作不到家，没有把真实情况充分告诉
大家，引起了误会，所以我觉得更有责任去增进
彼此的理解。”他体会到，一些似乎是反对转基
因的人士，其实也有着良好的愿望和出发点。
“即便是有恶意的攻击，从反面讲，也在

激励你坚守下去，不要自己退缩。何况不能一
概否定所有的争议。”质疑声中，黄大昉也听
到了不少理性的声音，并且给了他很多启示。
例如，一些从事环境保护的科学家声明，他们
提出质疑并不是要反对生物技术的研究和开
发，只是担心我们国家的安全评价和管理经
验不足，希望提高警惕。
在黄大昉看来，来自社会公众的担忧更

多源于不了解真实情况。近年来，他把自己的
工作重心放在了科普方面，尝试传播“来自转
基因科学界的正能量”。
“高技术发展越来越快，可是我们的知识

基础和对科学的认知，远远落后于技术发展
的速度。”年过七旬，黄大昉说自己能做一点
科学传播的工作就很高兴了，并且希望科学
家能够形成合力，通过学会的力量开展更为
有效的活动。

历经一次又一次风浪，转基因作物的发
展至今处于巨大的争议漩涡中，但黄大昉相
信，在更长远的历史尺度上，这将只是短暂的
“徘徊期”。
“对于转基因作物的发展，我有这个信

念。对于未来，我还是乐观的。”黄大昉说他的
判断，是基于中国的国情和转基因技术在全
世界发展的真实情况。

前不久，黄大昉在题为《我国农作物生物
育种发展战略思考》的文章中，正是以大豆为
例，说明了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发展的不可逆
转之势。

黄大昉在文中说，近年因我国食物消费结
构的改变，饲料蛋白和食用油需求急速增长，而
国内大豆种植面积有限且品质产量均不及国外
优质高产转基因品种，导致进口大豆数量剧增，
2012年进口数量已达 5838吨，占世界大豆出
口总量的 60%，不仅国内自给率降到 18%，且大
豆加工业也几乎被国外资本控制。
这段话，为理解农业部最新批准发放的

三个转基因大豆进口安全证书，提供了一定
的背景事实。
“生物技术的发展成为必然规律，不是因

为反对就能停下来。我们应该尽量少走弯路，
少受损失，少碰到大豆这种尴尬而无奈的局
面。”黄大昉不止一次提醒，发展转基因作物
育种是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战略选择，而现
在正处于关键期。

20多年前，在黄大昉决心转向转基因农
作物研究时，他没有想到这项事业会引起如
此巨大的争议，更不曾料到，自己会在持续不
断的争议中被推至风口浪尖。
“自己的科研领域受到如此特别的关注，

究竟是一种幸运还是不幸？”
“如果能够重来，我还会作出这样的选

择，因为它意义重大。”记者对面的黄大昉没
有过多思考，他如此回应记者最后的提问，
“任何科学技术的发展，都要经过争议，只是
面对争议，不同人有不同的态度。”
“我的整个事业发展确实受到了影响，但

是它发人深省。”黄大昉补充说，科学家都有
自己理想的目标，如果你认准了，即使碰到困
难也决不会动摇。

记者手记

转基因是个极为复杂的话题，网络中
充斥的各种论战就是明证。它始于科学技
术，却与经济、社会、政治乃至宗教、伦理、
哲学生发出千丝万缕的关联。

尽管它如此复杂，却并不妨碍人们为
论战双方作出“非黑即白”的二元划分，简
单归结出“反转派”和“挺转派”的群体性标
签。而处于中间地带者，则成为不明真相
的群众，在围观中无所适从，不知该“挺”还
是该“反”。

如一位多年从事转基因报道的媒体
同行所言，在转基因领域，最不缺乏的恐怕
就是来自各方的声音。

然而吊诡的是，“挺”与“反”这两种看
似水火不容的立场，却在某种程度上消解
了转基因问题的复杂性。不同立场下，个
体的知识背景、职业身份、利益诉求等等复
杂的问题，都被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

于是，争论演变为“自说自话”，互相的
聆听和理解很难成为可能。也因如此，群
体标签下那些鲜活的个体经验被遮蔽了，
其中就包括致力于转基因研究和推广的
科学家们。

黄大昉，便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
位。通过采访，我们试图了解这位被外界
冠以“挺转派”之名的科学家，其真实的
经历和观点。常年从事转基因作物评估
和管理工作，也让他对这一领域科技人
员所面临的处境有着更深地理解和体
会。

我们看到，黄大昉并没有激进的观点
和行为，他更希望传达这样一种理念：如同
一切先进技术一样，积极、理性的学术争论
也会有利于转基因这一生物技术的进步
和完善。

更为重要的是，黄大昉积极致力于转
基因基本知识和事实的普及，这让我们明
了：在复杂的转基因争论漩涡中，只有立足
于事实之上的质疑态度和理性辩论，才可
能经得起推敲。而这，也是“发声者”所应遵
循的基本原则。

希望人们在选择“挺”或“反”之前，都
能尽己所能去了解事实，尽管这对你将持
有何种立场恐怕毫无帮助。但是，如果你努
力了解了事实，无论得出什么样的结论，都
不应当受到指责。 （郝俊）

让争议回归理性

“裸奔帝”号召了谁？
6月 15 日

下午，两名胸
口写有“打击
盗版”等标语
的年轻男子在
北京大学校园
内拿着吉他和
充 气 娃 娃 裸
奔，随后迅速
被北京大学保
卫部工作人员
按倒在地并带
走。一名男子
称此举意在号
召人们保护知
识产权，另一位则认为大学毕业就分手，“女友不如充气
娃娃忠诚”。

毫无疑问，这又是一场某种“前卫”的行为艺术。但综
合此后几日媒体和民众的反应，似乎两位年轻人并没有
收到预期的效果，反倒是引来了不少质疑：不少人认为，
音乐知识产权问题应通过正当手段维护，而恋爱与分手
问题更属于个人私事，两男子的行为只是为了吸引关注，
完全属于炒作。
“裸奔”一词最早出现在英文中，最初的拥护者是一

些致力于“天体运动”的大学生，之后这项运动更多地与
体育结缘，至今在西方社会仍有不少全裸进行的足球、板
球赛事。

尽管“裸奔”这个词对中国民众来说并不算新鲜，但
在笔者看来，有勇气裸奔不代表别人就有勇气接受，用裸
奔的方式号召保护产权，也不代表别人通过裸奔行为能
记住你的愿景。毕竟大多数的民众还是无法从心底认同
裸奔这种行为。那么，进行号召活动时，年轻人们能否使
用更“接地气儿”一些的方法呢？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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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大豆波澜再起，作为国家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委员，力挺转基
因作物产业化的黄大昉被“反转派”称作“首席转基因推手”、“美国转基因间
谍”。黄大昉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国内外“转基因争议”从来
就不是简单的学术之争，而是有十分复杂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背景。

图片来源：昵图网

一张普通
的工资单，却
引得群芳妒。

6 月 17
日，网友“我不
是虚构的”爆
料称，自己捡
到一张建筑工
地的“农民工
工资单”，其中
最高的月工资
有 1.4万元，最
低的也有 5000多元。

这张工资单的出现自然引起了不少人的羡慕，有些
白领则自称“压力山大”，甚至有人表示“我要去搬砖”。爆
料网友则称：“坐在办公室里面的优越感瞬间没有了。”

但在笔者看来，此类言论所释放出的却并非真正的
劳动热情，也未必是对农民工辛勤劳动的赞许，更多的却
是某种唯金钱至上的社会浮躁心态。

农民工工资的多寡，与社会劳动成本、工人供求情况
乃至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等因素密切挂钩，在城市化进程
与社会环境变迁的过程中，农民工工资的上涨已经成为
必然。

同时，工资单中显示部分农民工过万收入，也并不代
表这个群体从此改变了弱势地位，维权难、讨薪难等问题
依旧是这个群体所不能承受之重。生活简单、居住条件差
以及工作强度大，始终是大多数农民工面临的真实劳动
境况。

一些人口中的“羡慕”，却充满了小市民式的算计，未
见丝毫温情。

农民工工资单背后


